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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与断裂: 重新认识下川遗址
在中国旧石器文化研究上的意义*

杜水生
(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 2014～2017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和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组织联合考古队，对下川遗址富益河圪梁地点、
小白桦圪梁地点、牛路地点、水井背地点、流水腰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确认下川遗址包含了旧石器中期简单石
核－石片文化( 大约相当于 MIS5) 、旧石器晚期早段简单石核－石片文化( 4. 4 ～ 3. 0 万年) 、旧石器晚期中段石
叶－细石叶文化( 2. 7～2. 5万年) 和旧石器晚期晚段石叶－细石叶文化( 1. 7～ 1. 6万年) 共 4个文化发展阶段。经历
了 3次文化转变，即从旧石器中期向晚期的转变; 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向石叶－细石叶技术的转变以及末次冰盛
期前后石叶－细石叶技术的变化; 在这些转变过程中，并没有表现出完全、持续的连续性; 无论在时间上还是技术
上，都存在明显的断裂现象; 深入研究这些现象，将为中国北方现代人出现和演化提供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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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下川遗址位于山西省沁水县中村镇，地理坐标

为 35°26'22″N，112°00'43″E。20 世纪 70 年代先后
由当时的山西省文管会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进

行过两次大规模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发现了上下两

个文化层，其上文化层为细石器文化层，下文化层

为粗大石器文化层［1～2］; 但从发表的碳十四测年数

据来看，其上文化层的年代从距今 3 万多年延续到
距今 1万多年［3］，这与中国北方其他细石器遗址年
代相比，明显偏老，虽然有学者认为这为中国细石器

文化起源于华北提供了证据［4］，但笔者怀疑以往的

研究者更可能将简单石核－石片技术和细石器技术
两个发展阶段混在一起。故自 2014 ～ 2017 年，北京
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对

下川遗址重新进行了科学发掘［5］。
下川盆地是中条山东端的山间盆地，位于山西

省沁水县中村镇下川村，东西最宽处 2 km，南北长

处 4. 5 km。盆地以富益河圪梁为界可划分为两个
地貌单元，富益河圪梁西南为富益河河谷，是下川

早期居民获取石器原料的地区之一; 富益河圪梁东

部和北部，是盆地的中心部分，下川村位于盆地底

部。盆地是由下伏寒武系石灰岩空洞塌陷而成，大
约形成于晚更新世早期，推测在晚更新世晚期积水

成湖［2］。富益河圪梁既是富益河的二级阶地也是
下川古湖的西南边缘。由于耕作活动，文化层上部
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因此研究工作的第一步

是通过多个地点的拼接，建立起下川盆地完整的旧

石器文化发展序列。

1 主要考古发现
本次共发掘了富益河圪梁、小白桦圪梁、牛

路、水井背、流水腰这 5个地点( 图 1) 。

1. 1 富益河圪梁地点

富益河圪梁( 35°26'22″N，112°00'43″E) 位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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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下川遗址不同地点地理位置图
Fig. 1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Xiachuan site

川盆地南端西侧。其南侧陡立，邻富益河，高出河床
约 40 m左右; 北部稍平缓，逐渐下降到盆地底部;
西与山脉相连; 东至季节河，为呈西高东低的条状台

地。圪梁东西长约 750 m，南北宽约 300 m，面积约
225000 m2。2014年，自遗址标识界碑向西均匀布置
了 3个探方，其中探方 QX2014T1为 5 m×8 m，位于
界碑附近; QX2014T2 和 QX2014T3 分别位于圪梁的
中部和西端，发掘面积均为 2 m×3 m。2017 年在原
QX2014T1和 QX2014T2这两个探方附近又清理了两
个剖面，分别为 QX2017T1 和 QX2017T2，其中
QX2017T1发掘到 3. 5 m时，由于塌方严重停止发掘，
图 2是 QX2017T1的探方壁照片和剖面图、柱状图、
碳十四测年数据。其中，碳十四数据由牛津大学碳
十四年代室测定( 实验室号: OxA－36754; 标本号:
2017T1－2①4: 33) ，地层厚度 300 cm，自上而下地层
依次为:
第 1层，耕土层。最小厚度 5 cm，最大厚 30 cm;
第 2层，灰黑色亚粘土层，厚度 160 cm。上部石叶－细

石叶文化层，年龄距今 2. 7～2. 5万年; 下部石核－石片文化
层，年龄距今 4. 3～3. 0万年;
第 3层，黄红色亚粘土层，厚度 90 cm;

第 4层，红褐色亚粘土层，发掘厚度 20 cm，未见底。

在上述地层中共发现 3 个旧石器文化层，包括
旧石器中期简单石核－石片文化层、旧石器晚期早
段简单石核－石片文化层和旧石器晚期中段石

叶－细石叶文化层。
旧石器中期石制品出自富益河圪梁二级阶地中

部的第 4 层红褐色亚粘土层的中上部，在 1978 年
王建等［1］的报告中称之为下川文化的“下文化层”。
本次共发现石制品 30件，包括石核 10 件、石片 14
件、断块 2 件、断片 3 件及原料 1 件。石制品原料
主要来自附近的富益河，其中石英砂岩 26件，脉石
英 3件，燧石 3 件。其特征是以从富益河中选取的
石英砂岩为主要原料，采用硬锤直接打片技术剥取

石片，石片以长宽相当的小石片为主，属于中国简

单石核－石片技术文化。
旧石器晚期早段的简单石核－石片文化层出土

于富益河圪梁二级阶地顶部第 2层的灰黑色亚粘土
的中下部，早段年代为距今 4. 3～3. 0万年［5］，在上
述 5 个探方均有发现，其中 2014 年发掘的材料中
属于这个阶段的石制品 2195 件，制作石器的原料
石英砂岩为主，其次为黑色燧石和脉石英，另有少

量的玛瑙等。石制品包括石核 93 件、石片 229 件、
工具 104 件、断块 723 件、断片 512 件、原料 360
件、有火烧痕迹的砾石和断块 43 件、扁平状砾石
( 过去称石磨盘) 64 件、赤铁矿 58 件、赤铁矿颜料
10 件; 工具包括端刮器、凹缺刮器、琢背小刀
( 图 3－ 15) 、台形器( 图 3－ 16、17) 、尖状器，大型
工具包括石斧、锛状器以及可能用于研磨的扁平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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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下川遗址富益河圪梁地点 QX2017T1探方剖面图
Fig. 2 Section of QX2017T1 in Loc． Fuyihe Geliang，Xiachuan site

石。这一时期人们选择石料虽仍以富益河中的石英
砂岩为主，但黑色燧石的数量已大幅增长，实际上

工具中黑色燧石的数量已远高于石英砂岩; 打片技

术仍然是简单石核－石片技术，与其他旧石器晚期
遗址中工具组合通常为刮削器、尖状器不同的是出
现了楔形析器、琢背小刀、台形器等工具类型，其
中楔形析器数量较多; 另外以石英砂岩制作的石

斧、石锛以及选择扁平砾石作为磨制工具的石磨盘
( 研磨盘) 也是这一地点石制品的特点之一。
旧石器晚期中段文化发现于富益河圪梁二级阶

地第 2层灰黑色亚粘土的上部，其与下部相比土壤
颜色发黄，校正后的碳十四测年为距今 2. 7～2. 5万
年［4］。旧石器晚期中段文化共发现石制品 183 件，
包括石核 1 件、细石核 2 件、石片 33 件、工具 12
件、石叶 /细石叶 9件、扁平状砾石 2件、非扁平状
砾石 5件、赤铁矿 10件、削片 1件、断块 42件、断
片和碎片 66 件。12 件工具中，包括刮削器 5 件，
端刮器 4 件，楔形析器 1 件，磨制工具 1 件，台形
器 1件。虽然石制品数量较少，但无疑是一种成熟
的细石叶工业。
目前旧石器中期文化还没有绝对年代数据，但从

二级阶地的地层发育情况来看，第 2层最早的年代数
据为距今 4. 3万年，相当于深海氧同位素( MIS3) ，第
3层的岩性为黄红色亚粘土，第 4层为的红褐色亚粘
土，第四层的气候相比第 3层更为湿热，初步推测第 3
层相当于MIS4，第四层相当于MIS5。

1. 2 小白桦圪梁地点

小白桦圪梁地点( 35°26'23″N，112°01'17″E)

位于下川与梁山两个自然村之间公路的东侧的一个

圪梁上，圪梁从盆地东侧山前延伸至公路旁，靠近

东山的部分地表较平，遗址保存较好，靠近公路的

部分呈坡状，受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破坏较大。
2015年在台地上面较平的部位布置 3 个 5 m×5 m，
1个 3 m×5 m探方，总共发掘面积 90 m2。
小白桦圪梁含石制品的地层厚度 65 ～ 90 cm，

序列自上而下如下( 图 4) :
1． 灰黄色耕作层，厚约 10 ～ 15 cm; 土质结构松散呈灰

白色，土层根系发育，石制品以黑色燧石为主;

2． 灰褐色亚粘土层，土质致密纯净、粘性较大、层理很
薄，厚约 10～15 cm，包括 2①、2②、2③共 3个水平层;

3． 深灰褐色到黑色亚粘土层，与第 2 层的区别是层理
较厚，颜色较深，厚约 35 ～ 40 cm。其中，3A 层颜色较浅，

包括 3①、3②、3③共 3个水平层; 3B层颜色较深包含 3④、
3⑤、3⑥、3⑦共 4个水平层;

4． 含砾石的棕黄色亚粘土层，此层应是第 3 层和第 5

层之间的过渡层，厚约 10～15 cm;
5． 棕红色亚粘土层，土色由上至下逐渐变深，土质变

硬，微裂隙较发育，包含铁锰质薄膜，未见底。

小白桦圪梁旧石器晚期文化层可分为上下两个

阶段: 下部 3B 层和 4 层为旧石器晚期早段简单石
核－石片石器文化层，年代为距今 3万年［6］; 2层和
3A层为旧石器晚期中段石叶－细石叶文化层，校正
后的碳十四测年年代为约距今 2. 5～2. 7万年［6］。
旧石器晚期早段简单石核－石片文化层共发现

石制品 430 件，包括普通石核 7 件、普通石片 41
件、刮削器 7 件、端刮器 2 件、楔形析器 2 件及断
块、断片共 36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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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下川遗址各地点出土的典型石制品
1． 石叶石核( blade core) ( QX15T6－2②A3a: 3) ; 2． 船形石核( boat-shaped core) ( QX15T3－2②D5a: 87) ; 3． 半锥形石核( semi-cone-shaped core)

( QX15T2－2②B2b: 39) ; 4． 楔形析器( wedge) ( QX15T2－3④A3c: 245) ; 5尖状器( point) ( QX15T6－3①A1a: 4) ; 6． 锥底型船形石核( boat-shaped

core with cone bottom) ( QX15T2－3③C-3b: 34) ; 7． 雕刻器( burin) ( QX15T2－3②B-3b: 47) ; 8． 刮削器( side-scraper) ( QX15T2－2③C1d: 111) ;

9． 刮削器 ( side-scraper ) ( QX15T6 － 2① B1c: 27 ) ; 10． 端刮器 ( end-scraper ) ( QX15T2 － 3① C1c: 52 ) ; 11． 锥形石核 ( cone-shaped core )

( QX15T2－1E-2c: 29) ; 12． 雕刻器( burin ) ( QX15T6 － 2①A4: 11 ) ; 13． 锛状器( adz ) ( QX2015 T1 － 1③E4: d ) ; 14． 石镞( stone arrowhead )

( YQL2016T1－3①D3: 2415) ; 15． 琢背小刀( banked knife) ( QX14T3: 3①40) ; 16． 三角形琢背小刀( 台形器) ( banked knife) ( QX14T1: 3③64) ;

17． 三角形琢背小刀( 台形器) ( baked knife) ( QX14T3: 3①56)

Fig. 3 Typical stone artifacts unearthed in Xiachuan site

细石叶文化层内涵丰富，共出土石制品 1073件，
原料主要为黑色燧石。包括普通石核 18件、石叶石核
1件( 图 3－1)、细石核 32件、石叶 65件、细石叶 81件、
石片 73件、石器 75件、断块和断片 729件; 细石核包
括锥形石核( 图 3－11) 5件、半锥形石核( 图 3－3) 3件、
船形石核( 图 3－2、6) 14件、楔形石核 6件、双台面细
石核 1 件，残细石核 3 件。工具主要包括端刮器

( 图 3－10) 24件、刮削器( 图 3－8、9) 29件、雕刻器( 图
3－7、12) 5件、楔形析器( 图 3－4) 8件以及尖状器( 图
3－5) 1件和凹缺刮器 5件、石锤 2件，磨制工具 1件。
从这些石制品中可以看出，小白桦圪梁地点的

细石叶文化层不仅包含细石叶技术，也包含石叶技

术，这表明细石叶技术和石叶技术具有明显的关

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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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下川遗址小白桦圪梁地点地层剖面图［6］

Fig. 4 Stratigraphic profile of Loc． Xiaobaihua Geliang in Xiachuan site［6］

1. 3 水井背地点

水井背地点( 35°26'49″N，112°01'26″E) 位于
下川村东侧腰掌村东的北约 200 m。2015 年发掘的
2015T5探方面积为 3 m×7 m。该地点的地层总厚度
95 cm，可以划分为 4层［7］:

1． 表土层，厚度 15 cm，包含 1①层至 1③层共 3 个水
平层;

2． 浅褐色亚粘土层，厚度 20 cm，包含 2①至 2③层共 3

个水平层;

3． 深灰黑色亚粘土层，厚度 60 cm，包含 3①至 3瑏瑢一共
12个水平层;

4． 红色亚粘土，4①以下无文化遗物，未见底。

除表土层外，石制品依照文化内涵可以划分上

下两部分，上部包括 2①～ 3③这 6 个水平层，年代
为距今 2. 5～2. 6万年; 下部包括 3④～ 4①这 10 个
水平层，年代为距今 4. 4～3. 3万年［7］。
下部为简单石核－石片文化，共获得石制品

772 件，包括石核 22 件、石片 32 件，石片石叶
( flake blade) 7件、工具 52件、断块与断片 652 件、
削片 4件、原料 3件。工具中包括刮削器 22件、端
刮器 5件、楔形析器 15 件、齿状器 4 件、雕刻器 1
件、琢背小刀 4 件、台形器 1 件、尖状器 1 件。制
作石制品的原料中 60%～ 70%为黑色燧石、20%左
右为脉石英、10%左右为玛瑙、另有少量的石英砂
岩、铁矿石、水晶和硅质灰岩。这一点和小白桦圪
梁相似而和富益河圪梁不同。
上部为石叶细石叶文化层，共获得石制品 503

件，包括石核 4件( 单台面和多台面石核各 2 件) 、
石叶石核 1件、细石核 9件( 窄形楔状石核 4件、船
形石核 5件) 、细石叶 3件、石叶 6件、石片 22件、
工具 37件、削片 1件、断块与断片 420件。工具中

包括刮削器 19 件、端刮器 15 件、楔形析器 2 件。
制作石制品的原料中黑色燧石比例比下文化层更高

一些，达到 75%，脉石英比例下降到 7. 5%，其他石
料比例变化不大。

1. 4 流水腰地点

流水腰地点位于山西省垣曲县历山镇文堂村，

历山主峰舜王坪南 8 km，海拔 1554. 9 m，地理坐标
35°23'13″N，111°56'46″E; 发掘面积为 3 m×4 m。
该地点地层总厚度 81 cm，可划分为( 图 5) :
1． 黑色土壤层，现代耕土层，厚约 1～10 cm;
2． 黄土层，包括 2①～ 2④共 4个水平层，厚约 1～8 cm;
3． 深黄色亚粘土层，3①～ 3②共 2 个水平层，厚约 5～

18 cm;
4． 红色亚粘土层，包括 4① ～ 4⑤共 5 个水平层，厚约

23～45 cm;
5． 基岩风化壳，不含石制品。

以 3②层为界该遗址可分为上、下两部分。上
部的年代为距今 1. 7万年左右，下文化层的年代为
距今 3. 6 ～ 3. 9 万年之间［7］。上部出石制品 1589
件，原料中燧石 46. 2%、脉石英 23. 7%、红色硅质
泥岩 14. 6%、玛瑙 8. 4%、铁矿石 3. 2%，另外还包
括少量砂岩、石英砂岩、铁矿石等原料。文化特征
主要以细石叶技术为主，出土了细石核、细石叶、
端刮器，以及少量的雕刻器、尖状器、石镞
( 图 3－ 14) 等典型的细石器制品，还有少量的石
叶; 细石核主要为船形石核、还有少量楔形石核和
半锥形石核，属于细石器文化层。下部共出石制品
612件，原料中黑色燧石和脉石英比例相当，分别
为 36. 3%和 36. 9%，玛瑙 8. 5%、红色硅质泥岩
10. 5%、铁矿石 4. 1%，及少量的硅质灰岩、石英砂
岩和砂岩。石制品类型包括普通的锤击石核、砸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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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下川遗址流水腰地点剖面图［8］

Fig. 5 Profile of Loc． Liushuiyao in Xiachuan site［8］

石核、石片、刮削器等，以及有限的楔形析器、锯
齿刃器、齿状器等，属于简单石核－石片文化系统。
总体上，与下川盆地其他地点相比，流水腰地

点的石制品原料构成中脉石英和红色硅质泥岩含量

较高，原因与这两种原料在遗址附近出露较多有

关。以船形石核为主的细石叶技术是该遗址的主要
特征，两面器技术的出现是旧石器晚期晚段该地细

石器文化的新特征。

1. 5 牛路地点

牛路地处下川盆地中部，东北距上川村约
200 m，南部边缘可延至下川村西面，地势西高东
低、坡度较大。此次于圪梁北部布置 5 m×5 m 见方
的发掘区域，探方编号 QX15T1，方向为北偏西
22°，地 理 坐 标 35°26'50″N， 112°0'18″E; 海 拔
1610 m。依据土质土色变化遗址地层划分如下 4
层，总厚度 125 cm:

1． 耕作层，10 cm;
2． 灰黄色土层，包括 2① ～ 2②共两个水平层，厚

10 cm;
3． 棕红色亚粘土逐渐变为黑色亚粘土层，包括 3① ～

3瑏瑡共 11个水平层，厚 55 cm;
4． 浅灰色亚粘土逐渐变为棕红色亚粘土层，包括 4①～

4⑩共 10个水平层，厚 50 cm。

牛路地点石制品主要分布在上部 20 ～ 30 cm，
下部石制品非常稀少。该地点共出土石制品 560
件，原料以燧石( 318 件，56. 7%) 为主，有部分石
英砂岩( 157件，28%) 、也有少量以脉石英( 51 件，

9. 1%) 、铁矿石 ( 29 件，5. 2%) 、玛瑙 ( 1 件，
0. 2%) 、煤晶( 4件，0. 7%) 为原料; 石制品包含船
形、半锥形、锥形细石核，工具有端刮器、刮削器、
锯齿刃器、齿状器、锛状器( 图 3－ 13) 等。其中锛
状器用石英砂岩制作，很有特点，出土于 2①层，
目前没有确切的年代数据，从地层对比来看和流水

腰上文化层相当，距今 1万多年。

2 下川遗址石器工业的阶段性与连续性
综合上述资料，我们可以看到下川文化的内涵

已经不仅仅是一处细石器文化遗址，年代也不限于

距今 2. 3～1. 6万年，而是从旧石器中期延续到晚期，
包括旧石器中期、旧石器晚期早段简单石核－石片文
化、旧石器晚期中段石叶－细石叶文化以及旧石器晚
期晚段石叶－细石叶文化这 4个发展阶段。

2. 1 旧石器中期文化

下川盆地的旧石器中期文化目前仅仅发现于

富益河圪梁地点。虽然目前缺乏绝对年代测定，
但根据出土层位与上部旧石器晚期文化的年代来

看，其时代应与末次间冰期相当。石制品原料主
要选自富益河中以石英砂岩为主，但也有远距离

输送石料的黑色燧石。打片技术十分简单，即硬
锤直接打片，古人类似乎更倾向从上下相对的两

个台面进行剥片，2017 年的发掘没有发现工具，
但从过去采集的材料来看，应属于简单的石核－石
片技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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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旧石器晚期早段文化( 距今 4. 4～3. 0万年)

经过发掘的 5个地点都包含有属于这一阶段的
文化层，其中富益河圪梁地点的年代范围为距今

4. 3～3. 0万年，小白桦圪梁地点为距今 3万年，水井
背地点为距今 4. 4 ～ 3. 3 万年，流水腰地点为距今
3. 9～3. 6万年，牛路地点属于这个阶段的石制品十
分稀少，综合来看在距今 4. 4 ～ 3. 0 万年之间。下川
居民在这一时期选择原料时都会选择黑色燧石为原

料，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下川盆地还没有发现这种原

料的原始产地，说明他们有远距离输送石料的能力;

同时，地方特色的石料在不同地点中扮演的更为重

要的角色，富益河圪梁地点的石英砂岩在富益河中

随处可以捡到，因此石英砂岩在富益河圪梁地点占

据主要地位，而脉石英和红色硅质泥岩在流水腰遗

址中也是占有比例最高的。水井背地点附近没有可
利用的原料，外部输入的黑色燧石占据主要地位。
从打片技术来看，硬锤打片、不修理台面仍是

这一时期最主要的打片方法。高效率的多台面石核
和盘状石核数量较少，而低效率的单台面和双台面

石核数量占有绝对优势。工具类型中除了常见的刮
削器、尖状器外，楔形析器、琢背小刀、台形器、端
刮器，是这个阶段下川文化最显著的文化特点。

2. 3 旧石器晚期中段文化( 距今 2. 7～2. 5万年)

本阶段的遗存主要发现于富益河圪梁、小白桦
圪梁和水井背这 3个地点，在牛路地点，属于这一
阶段的地层中文化遗物很少，流水腰地点没有这个

阶段的文化遗物。
与上个阶段相比，石叶石核、各种类型的细石

核以及雕刻器、端刮器是这一时期文化最鲜明的特
点。小白桦圪梁、水井背两个地点这一时期的地层
保存较为完整，其他地点因耕作活动扰动，原生地

层已很难发现。目前属于这个时期地层中采集的年
代数据已有 20 多个，其中最小的年代为距今 2. 3
万年，最大的为距今 2. 8 万年，集中在距今 2. 7 ～
2. 5万年。从绝对年代来看，与上一阶段简单石
核－石片文化之间不仅在文化上相异，年代上也存
在 3000年的间隔。
2. 4 旧石器晚期晚段文化( 距今 1．6 ～1．7 万年以
后)

属于这一阶段的石制品在包括下川在内的晋东

南及其毗邻地区分布最为广泛，主要分布在遗址的

表层，通常被现代耕作活动严重扰动，只有流水腰

地点因其在原始森林中间，保存了原始堆积状态，

牛路地点上部地层和流水腰同期很相似。
从流水腰地点出土的石制品来看，明显继承了

上一阶段的文化特征，虽然没有发现石叶石核，但

石叶以及用石叶加工的工具说明存在石叶技术，各

种细石核以及雕刻器、端刮器的加工技术均与上个
阶段没有本质差别; 新出现的双面加工技术以及形

制规整的锛状器是这一时期代表性器物。

3 下川遗址研究的意义
如上所述，下川遗址至少经历了三次重要的文

化转变: 第一次是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旧石器时代晚

期的文化转变，大约在距今 4. 3 万年，在转变过程
中，虽然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没有变化，但旧石器

晚期的文化内涵丰富多了; 第二次转变过程发生在

距今 2. 6 万年，虽然从原料来看，石制品与前一阶
段相似均以黑色燧石为主，但技术内涵发生了明显

的变革，从旧石器早期延续下来的简单石核石片技

术让位于石叶细石叶技术; 而第三次文化转变发生

在末次冰盛期前后的距今 2. 0～1. 8万年，虽然石叶
细石叶技术依然保持，但冰期过后，明显看到新的

文化因素的渗入。

3. 1 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的转变

从旧石器中期向晚期的转变是新世纪以来国际

性的学术课题，它背后展现的是现代人起源后在向

全球扩散过程中在不同地区所引起的反响［9～10］。
在西方一般表现为一系列现代行为的出现，比如石

叶技术、艺术品、磨制骨器、远距离输送石料以及
社会组织结构等方面的变化。
中国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强调: 在古人类学上，

中国的化石人类和当代中国人之间存在一系列的共

同性状［11］; 在考古学文化上则强调模式Ⅰ技术或
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延续到晚

期［12］，只是在部分地区出现了石叶、细石叶技术。
因此，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理论［11～12］是解释现代中国

人起源的最好理论。
下川遗址在从旧石器中期向晚期过渡过程中时

间上存在明显的间断，在旧石器中期文化层和旧石

器晚期文化层之间存在一套黄红色亚粘土，没有发

现任何文化遗物; 中期过后，旧石器晚期文化面貌

和中期相比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从原料上来看，旧

石器时代中期打制石器的原料主要来自富益河圪梁

的石英砂岩，而旧石器中期用以剥片的石英砂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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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主要用来做石磨盘和构筑火塘，晚期用来打制

石器的黑色燧石主要是从远距离输送而来; 工具类

型也有不同，旧石器晚期主要用于加工木材的楔形

析器、作为复合工具的琢背小刀和台形器从未见于
中国旧石器中期文化; 从栖居形态来看，旧石器中

期文化主要沿富益河圪梁的二级阶地分布，而旧石

器晚期遗址突破了河流限制，分布到整个盆地; 另

外，过去文献中常常引述的石磨盘，其实是一种扁

平砾石，表面有明显的研磨痕迹，其实主要出现在

旧石器晚期，推测主要用于研磨赤铁矿粉［5］; 但富

益河二级阶地第 3 层( 相当于深海氧同位素 4 阶
段) 中目前没有发现旧石器材料，我们无法解释这

些变化是渐进的还是突变的，也许我们还需要进一

步寻找它们之间的过渡环节，也许我们需要重新考

虑如何从考古学上重新解释旧石器晚期文化的出现

与扩张。

3. 2 石叶细石叶技术的起源与发展

石叶和细石叶在英文里有 3 个词汇“blade”、
“bladelet”、“microblade”。“Blade”指的是石叶，这
在西方没有歧义。Bladelet 从词源上来看“－let”有
“小”的意思，因此“bladelet”字面意思就是小石叶。
在旧大陆西侧，典型的石叶( 从棱柱状石核上剥取)

和小石叶在技术上并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在大小尺

寸上有明显差异。
“Microblade”一词仅用于东亚地区，是指一种
从特殊的细石核上剥去的细小石叶。由于东亚地区
石叶技术极不发达，它的来源问题一直困扰着考古

学家。早期裴文中［13］和贾兰坡［4］曾分别代表外来
起源说和本土起源说就细石叶技术起源有过专门论

述; 笔者［14］曾认为虎头梁类型细石叶技术起源于

北方西伯利亚地区，而对下川类型细石叶技术的起

源持保留态度，认为可能和中国北方简单石核－石
片文化有关，但他们之间存在明显缺环。
近年来随着阿尔泰地区［15～16］和蒙古地区［17～18］

具有良好测年数据的石叶细石叶遗址材料的公布，

石叶技术起源于阿尔泰地区的观点日益为学界所接

受: 大约从距今 6万年开始旧石器中期文化逐渐向
旧石器晚期文化转变，石叶、细石叶技术逐渐出
现; 到了距今 4～5万年时，在 kara-Bom类型中，石
叶技术已占主导位置，同时也有一定数量的勒瓦娄

哇技术和细石叶技术; 而在 Ust-Karakol类型中勒瓦
娄哇技术已明显衰落，生产石叶的石核类型更为丰

富，出现了棱柱状石核、锥形石核、窄脸石核、楔

形石核，这些石核既能生产石叶，使用到后期也能

生产细石叶。到了距今 2. 7 ～ 2. 3 万年以 Anui-2 为
代表的旧石器晚期中段，石叶 /细石叶技术更为成
熟，几乎所有石核都有平行剥片的痕迹。
蒙古境内的旧石器晚期文化近年来主要以

Selenge河流的 Tolbor4 和 Tolbor15 为代表［17～18］。其
旧石器晚期早段遗址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早期阶
段从距今 4. 0 ～ 3. 5 万年，可以视为旧石器晚期初段
( Initial up paleolithic stage，简称 IUP) ，最主要的特征
是石叶占有很高的比重，石叶石核为次棱柱状双台面

石核，仅从一个剥片面持续剥片; 第二个阶段为距今
3. 3 ～ 2. 6 万年，为旧石器晚期早段 ( Early up
paleolithic stage，简称 EUP ) 。其主要特征为中型的
单台面、单工作面石核占有较高比重，鸡冠状石叶数
量锐减或消失。旧石器晚期中段从距今 2. 5 万年开
始，以压制法生产细石叶技术得到了极大的发

展［17～18］。
由于下川遗址一直作为中国最早细石叶技术出

现的地区，因此虽然柿子滩［19］、龙王辿［20］等地细
石叶的年代已提早到距今 2. 6 万年，下川遗址的细
石叶技术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情形，一直为学界所

瞩目。
新的发掘材料表明，下川的细石叶和石叶技术

一直伴生出现; 不仅如此，在下川多个地点都发现

简单石核－石片文化层的最晚年代和石叶－细石叶
文化的最早年代之间存在 3000 年的间隔。虽然我
们不能就此说明中国北方细石叶技术的出现与简单

石核－石片技术没有必然联系，但中间这 3000 年的
缺环也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同时，由于石叶技术
和细石叶技术相伴而生，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北方

的细石叶( microblade) 和石叶技术存在必然联系。
至于石叶技术如何在这里转变为特殊的细石叶，有

学者认为是受当地简单石核－石片技术影响所
致［21］，但笔者更愿意相信是携带石叶技术的人群
为了适应当地节理发育的破碎燧石原料而采取的技

术，因为石核外形的相似其实受原料最初形态的控

制，并非古人类有意为之。换句话说，晋东南及其
周边地区破碎的燧石原料，使前细石叶技术的居民

和携带石叶技术的居民对石核外形的处理方式十分

有限，因此会出现外形相似的石核。但是在这种块
状原料上剥取小石片还是剥取细石叶则是两种完全

不同的技术和人群。

3. 3 末次冰盛期前后下川细石器工业的变化

不同于前两次转变，末次冰盛期( 距今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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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万年) 前后两个阶段的石叶－细石叶工业虽然在
时间上存在明显的断裂，但技术特征却一脉相传:

从细石核的类型来看，两个阶段不存在任何差别，

可能由于发掘面积小，还没有发现典型的石叶石

核，但是用石叶制作的器物是存在的; 从工具类型

来看，除了继承上个阶段典型的雕刻器、端刮器
外，出现了一件用双面加工方式打制小型两面器，

一件两端尖状器和一件典型的规整的锛状器，这些

石器在泥河湾盆地虎头梁文化［22］和吕梁山的薛关

遗址［23］均有发现，是旧石器末期细石叶工业中的

典型器物。

4 结论
可以看出，通过对 2014～2017年下川遗址考古

发掘材料的分析，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下川遗址的

传统认识: 下川遗址并不是中国的细石器文化的发

源地，它应当是外来文化与当地环境相结合的产

物; 也不一定与粟作农业起源存在必然联系，更可

能是赤铁矿粉的加工场所。
它记录的三次文化转变，将为中国北方现代人

出现、中国细石叶工业的起源以及山区旧新石器时
代过渡与平原地区的差异等重大史前问题提供新的

视角; 从初步的分析来看，在第一次转变中简单的

石核－石片技术和第三次转变中的石叶细石叶技
术，虽然在石器生产技术没有发生质的改变，但文

化内涵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而且年代存在明显的

间断; 第二次转变既存在时间断裂也表现出明显的

技术断裂，探索这些连续与断裂现象背后的原因将

为中国北方现代人及其行为的出现、演化和发展提
供新的解释，应是今后工作中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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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ITY AND BＲEAK: ＲETHINKING THE SIGNIFICANCE
OF XIACHUAN SITE IN CHINESE PALEOLITHIC ＲESEAＲCH

DU Shuisheng
( School of Histor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

Abstract

The Xiachuan site( 35°26'22″N，112°00'43″E) is located in Qinshui County，Shanxi Province． In the 1970s，
two large-scale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and excavations were carried out．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the
Xiachuan site represents the earliest microlithic culture in China and may also be where the earliest millet farming
originated． From 2014 to 2017，a joint team organized by the School of History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of Shanxi Province successively conducted excavations at five localities， i． e．
Fuyihergeliang，Xiaobaihugeliang，Niulu，shuijingbei and Liushuiyao，which contain 4 stages of development from
the Middle Paleolithic to the Upper Paleolithic．

Middle paleolithic culture( MIS5)
At present，the Middle Paleolithic culture of the Xiachuan basin is only found in Loc． Fuyihegeliang． Although

there is no absolute dating of this cultural layer at present，by comparing the age of equivalent layers with similar
contents，the age of the Middle Paleolithic cultural layer of the Xiachuan basin was estimated the last interglacial．
The raw materials that stone artifacts are predominantly made from are quartz sandstone that can be easily found in
the Fuyihe Ｒiver． Nevertheless，some little black flints also seem to be transported through long-distances． The
flaking technique is through direct hard hammer chipping． The excavation in 2017 did not reveal any tools，but
according to the materials collected in the past，the stone tool technology of this site is mostly likely to belong to the
simple core-flake-scraper tradition in North China．

Initial and early Upper Paleolithic Culture( 44000～ 30000 a B．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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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five sites that were excavated contain the cultural layers belonging to this stage． The date of the
Fuyihegeliang site is 43000～30000 a B． P．，that of loc． Xiaobaihuageliang is 30000 a B． P．，that of Loc． Shuijingbei
is 44000～33000 a B． P．，and that of Loc． Liushuiyao is 39000 ～ 36000 a B． P． In this period，people in Xiachuan
mostly chose black flint as main raw material． So far，we haven' t found the origin location of this kind of raw
material in the Xiachuan basin，which may indicate that these materials came via long distance transportation．

Hard hammering flaking and unprepared platforms are still the major flaking technique in this period． The
number of efficient multiple-platform cores and discoid cores is small，while the number of inefficient single-
platform cores and double-platform cores has an absolute advantage． In addition to the common scrapers and points，
wedge-shaped separators，backed knives，trapezoids and endscrapers are the most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Xiachuan culture at this stage．

Middle Upper Paleolithic Culture( 27000～ 25000 a B． P．)
The archaeological remains of this stage are mainly found in three localities: Fuyihegeliang，Xiaobaihuageliang

and Shuijingbei． At Loc． Niulu，few remains exist in this stage． Comparing to the previous period，where blade
cores，various microblade cores，burins and ends-crapers are the most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he culture． The
situations of Loc． Xiaobaihuageliang and Loc． Shuijingbei of this period are similar． So far，there are more than 20
examples of dating data collected for this period，all this data suggests the time period of the culture concentrates
between 27000～25000 a B． P．

Late Upper Paleolithic Culture( after 17000～ 16000 a B． P．)
The stone artifacts belonging to this stage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Southeast Shanxi and its adjacent areas．

They are also mainly distributed on the surface of the site，and are often significantly disturbed by modern farming
activities． Only at Loc． Liushuiyao，the original cultural layer of this stage has been preserv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one products unearthed at Loc． Liushuiyao，the late Upper Paleolithic culture
here，obviously inherited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evious stage． Although no blade cores were
discovered，the tools made by blades indicated that blade technology existed． The processing techniques of
producing various microblade cores，burins and end-scrapers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previous stage． The newly emerged bifacial retouching technology and standardized adze-shaped tools are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typical artifacts of this period．

As can be seen，through the analyses of th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from Xiachuan site derived from 2014 ～
2017 excavation，significant new understandings about this site were revealed—it is obvious that the Xiachuan site
was not the place where Chinese microlithic cultures originated． Instead，it is more likely that the late Upper
Paleolithic culture here is a product of the adjustment of the imported culture to the local environments． In addition，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have any relationship with the origins of millet cultivation，rather，it is more probable that
this is a producing place of red iron powder．

Based on the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three cultural changes recorded in Xiachuan site，the simple stone
core-flake technique during the first change and the blade /microblade technique during the third change both
showed some new developments in cultural content and there are obvious discontinuities between the dates，
although the producing techniques of the stone tools did not evolve much; the second change，nevertheless showed
significant discontinuity both in the technology and dates． To explore the causes of these cultural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will provide new explanations for the appearance and evolution of modern humans and their
behaviours in North China，which should be the direction of the future works in this area．

Key words: Xiachuan site; blade technology; origin of microblade technology; transition from middle to
upper Paleolithic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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